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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合并、精准扶贫及其目标靶向的精准度研究

———以秦巴山区为例

李　博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３)

摘　要　作为新一轮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村庄合并的全面推进为巩固基层政权

和提高行政运行效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通过在秦巴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

现,村庄合并也对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村庄合并的“形合神不合”造成了项

目安排目标靶向的偏离,贫困地区治理单元的放大使精准管理难度加大,并且造成了精准扶

贫的内卷化,同时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使贫困人口边缘化,合并中形成的动力差形

塑了形式上的脱贫.面对以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

侧改革是避免此类问题出现的根本措施,在制度横向设计上有必要做好各个部门的协调、沟
通与配合,在制度纵向设计上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运动式的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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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的基层治理变革中,村庄合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庄进行合并或兼并,进而在

治理结构、资源配置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逐步一体化的过程[１].随着２００４年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在
全国范围内的撤乡并镇和村庄合并开始大规模推进,此项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基层村镇一级的行

政运行成本,强化了村镇职能,提升了乡镇一级对村庄的管控能力.但是,在精准扶贫的实施过程中,
通过笔者团队近两年在１４个集中连片贫困带的调研发现,一些贫困县区的村庄合并虽然形式上使村

庄规模变大,村庄人口增多,然而,这一措施的实施也使一些位于山区地带,地处偏远的贫困村因为村

庄合并而在扶贫资源的获取上难上加难,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均受到了一定的排斥,甚至在一些贫困地

区通过非贫困村合并贫困村的形式来使贫困村和贫困人口退出贫困队伍的行列.从精准扶贫的视角

来看,村庄合并无形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不利于脱贫攻坚阶段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

精准考核的有效推进.
目前,针对村庄合并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村镇机构改革的视角来论述村庄合并对于基层治理

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闫向阳等以苏北一个村庄为例,分析了村庄合并三年以来给村庄治理带来

的负面影响,认为在由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发育起来的乡村社会中将行政村的规模保持在适当的

范围内对于政府引导农村社区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必需的[２].林聚任以山东省为例分析了村庄合

并对于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认为村庄合并不仅仅是居住形式的改变,更应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根本转

变[３].罗义云则认为县级以及县级以上政府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目的的村庄合并没有实现资源的

优化配置,相反,村庄合并之后,政府的治理意图会与村庄自身的治理资源和需求的矛盾突显出来,
使农村税费改革后本该出现的良性的村级治理成为不可能[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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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不同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村庄合并之后对于村级治理的影响.而在脱贫攻坚阶段,对于

村庄合并之后对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层面所形成的影响并没有进行

相应的探究.目前,在脱贫攻坚阶段,全国上下正在开展以精准扶贫为指南的扶贫开发战略,精准扶

贫一系列措施和工作的开展最终要对接到镇村一级.所以,村庄的整合与分化,治理机制的变迁均对

精准扶贫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精准扶贫的机制出发来阐述村庄合并造成精准扶贫功

能式微的原因,从而更好地指导脱贫攻坚阶段的精准扶贫.

　　一、精准扶贫指导下的农村反贫困

　　所谓精准扶贫是指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

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５].从当前中国的贫困情况来看,２０１４年底仍有７０１７万农村

贫困人口,１２．８万个贫困村,１４个集中连片贫困带,实现２０２０年全面脱贫,任务十分艰巨.从农村精

准扶贫实施的情况来看,农村社会的转型是困扰精准扶贫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在１４个集中连片贫困

地带,以国家为主导的村庄合并对于当前的精准扶贫形成了较大的影响.笔者所在团队于２０１５年

８月在秦巴山区的L县进行了２０天的住村调研,主要就村庄合并对于农村精准扶贫和贫困治理的影

响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L县位于秦岭南麓,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境内山岭纵横,河谷相间,行政村桥村距离县城５７公里,
辖３个村民小组,８８户,３２１人,属于L县偏僻的贫困村,２０１５年全村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５２户,贫
困人口１７２人,贫困人口占到了该村总人口的５４％,属于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份为了

响应省上的村镇改革指导意见,L县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村镇合并,将全县原有的１９个镇合并成了

１５个镇和１个街道办事处,原来的３８１个村(居)委会减少为了２４３个村(居)委会,减少村(居)委会

１３８个,这１３８个村(居)委会均为人口少于１０００人的村庄,撤并比例占到全县总村(居)数的３６％,
超过省上２５％的要求.据笔者调查发现,被合并的这些村庄有９０％属于当地较为偏远、交通不便的

贫困村,桥村就是属于这样的村庄,村庄合并后桥村被合并到了邻村的河村,新成立的村庄有人口

１６５１人,村干部由原来的１０人精简到了６人.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村庄合并虽然精简了乡村机构、
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但是从贫困村和贫困户的视角来看,在脱贫攻坚阶段合并也使一些贫困村和贫

困人口被边缘化,无论从扶贫资源、项目还是获益群体上均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

　　二、村庄合并对农村精准扶贫目标靶向精准度的影响

　　１．“形合神不合”造成的项目安排目标偏离

村庄合并后从形式上来看使村庄规模变大,人口增多,便于上级政府部门各项工作的上传下达,
同时大大节省了基层的行政运行成本,但是合并后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源以及村庄管理

的协调化与规范化运作,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来看,反而造成了项目安排的偏离.在桥村与河村合并后

的２０１５年,上级部门所安排的“整村推进连片开发”项目落地后,新成立的村委会在项目分配上产生

了一定的分歧,在项目分配中村委会成立了项目实施小组,小组成员由新组建的村委会６名村干部担

任,在这６名村干部中有５名是来自并村之前的河村村干部,只有１名村监委会主任是来自并村之前

的桥村,项目实施小组讨论之后,决定将涉及村组河道维护、危房改造、水泥地面硬化的项目全部投放

到原来的河村,而只将改厕改圈一个项目投放到了桥村,理由是河村人口多,村庄对于公共服务的需

求较大,但据村监委会主任也即桥村原来的村委会书记王某所言“召开项目实施小组会议时,有５名

村干部来自于河村,只有我１人来自河村,在项目分配中５名村干部极力想把所有项目安排到自己所

在的河村,唯一的改厕改圈项目也是在我极力争取之下人家才同意实施的,不然桥村在项目获取上可

能会落空,村庄合并后不比以前了,以前虽然我们村村庄规模小,但是该享受到的扶贫项目都可以享

受到,但是村庄合并之后,尤其针对我们这些村庄较小,人口少的村庄并到人家那些大村之后,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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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干部仍然为人家那些规模较大的村庄的村干部,而我们这些小村庄的干部在村委会说话没有分

量,合村后项目都被人家捕获了”.在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河村获得了较多的扶贫项目,但是河

村的贫困程度远远低于桥村.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来看,村庄形式上的合并并没有实现贫困治理的精准化,反而背离了精准扶贫

“六个精准”中的项目安排精准,在村庄内部出现了精英俘获,加剧了村庄内部之间的分化.从项目落

地时的安排来看,地方政府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反控制”产生了项目运行中的马太效应,拉大了

村庄之间的差距,导致富村越富,穷村越穷,人为加大了扶贫开发的难度[６].这种反控制主要表现为

合并村庄之后,在村庄内部大村对于小村在资源占有上的剥夺以及大村对于村庄权力的垄断.另外,
从村庄合并后资源与项目的分配来看,原来分配给两个村庄的资源现在只分配到一个村庄,扶贫资源

总量也大大减少,这样更不利于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发展.
表１　河村与桥村合并前后对比

合并前

村庄 总人口
贫困
人口

贫困人口
比例/％

扶贫项
目种类

合并后

村庄 总人口
贫困
人口

贫困人
口比例/％

扶贫项
目种类

桥村 ３２１ １７２ ５４
村组河道维护、危房
改造、水泥地面硬化、
改厕改圈等

河村(桥村
与 河 村 合
并而成)

１６５１ ４２０ ２５

改 厕 改 圈 等
(原桥村)

河村 １３３０ ２４８ １９
村组河道维护、危房
改造、水泥地面硬化、
改厕改圈等

村 组 河 道 维
护、危房改造
(原河村)

　　２．贫困地区治理单元放大导致精准管理的失效

从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与推广经验来看,扶贫单元的不断缩小、精准度等技术靶向的不断瞄准的

确提升了扶贫的效果[７].精准扶贫追求的是精细化的管理,村庄治理单元越小越有利于贫困人口的

精准识别、精准管理、精准帮扶和精准考核,从而提升扶贫开发的效率与减小贫困治理的难度.针对

新时期贫困问题,２００１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村级瞄准机制,在全国确定了１４．８１万个贫困村作为扶

贫工作重点村,强调以村为单位调动农民的参与性,进行农村扶贫综合开发治理[８].由此可以看出,
治理单元的大小关系到一个农村地区治理能力和治理活力的高低,在笔者团队所调研的桥村,村庄人

口较少,并且居住较为分散,贫困人口多呈插花式分布,虽然桥村只有三个村民小组,但是村民居住范

围辐射１０公里,足以证明这些山区地带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在桥村与河村合并之前,两个行政村村

委会各有五名村干部,对于河村这种贫困人口比例较少的村庄来说,五名村干部在配合上级部门进行

精准识别与精准管理上人员勉强够用,但是对于桥村这种贫困人口较多,贫困深度较大的村庄来说五

名村干部完全不能满足需求.村庄合并之后村委会只有六名村干部,从精准帮扶层面来看人员配备

完全不够用,对于桥村这样贫困范围较大的村庄来说村级组织人力资源的整合并没有实现精细化管

理和精准帮扶,反而使管理更具粗放性.据笔者获悉,合村之前,桥村每两名村干部包抓一个村民小

组,河村每一名村干部包抓一个村民小组,具体职责为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贫困户的识别、贫困人口的

产业发展规划,帮扶措施指导等事宜,但是合村之后六名村干部要负责九个村民小组,在脱贫攻坚阶

段人员分配严重不足,尤其对于桥村这种贫困程度较大的村庄来说,实现精准扶贫需要更多的村干部

来有效介入.
另外,从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来看,面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实现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精准管

理需要不断地将治理单元缩小,尤其是在贫困山区地带,精准扶贫追求的是“小而精”的治理逻辑而非

“大而全”的逻辑,在贫困地区需要网格化的贫困治理理念和治理机制,所以治理单元越小越有利于集

中发力和扶贫资源有效输入,从而提升单位面积内的贫困治理效率.从桥村与河村合并产生的影响

可以看出,村庄合并之后整个村庄的治理单元放大,尤其是对桥村和河村这种处在偏远贫困地区的贫

困村来说,农户住居较为分散,大多贫困户依山而居,交通出行不便,治理范围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

５９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３１期)

大了精准管理的难度,不利于针对贫困人口所开展的精细化管理.

３．村庄合并带来的农村精准扶贫的内卷化

所谓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内卷化”,系指在国家扶贫资源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却难以完全实现“救
济式”向“开发式”转变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减贫目标,反而陷入难有实质性发展的刚性结构之

中[９].造成内卷化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基层治理,从当前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来看,基层行政

机构改革的政策与当前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仍存在一定的悖论,这是导致精准扶贫内卷化的一大主

要原因.
从桥村与河村的合并来看,合并之后造成的精准扶贫的内卷化主要表现为在国家扶贫资源不断

增长的情况下,村庄合并导致新成立的村级组织扶贫资源占有量减少,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可获得的帮

扶和扶贫措施变少,进而导致减贫效果弱化.从合村后的发展情况来看,在国家扶贫资源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合村后因为扶贫项目目标靶向精准度的降低从而使村庄的反贫困陷入了一定的刚性结构困

境之中.正如桥村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即现任村监委会主任王某所言“村庄合并之前,我们两个村庄在

国家的各项扶贫项目、资源占有上处于同等地位,而且我们桥村因为贫困人口较多每年可以获得较多

的国家扶持,贫困户也从其中获得了较大的帮扶,但是合并之后,两个村变为一个村,贫困人口多了,
扶贫项目按照一个村的建制来配置,贫困人口从中获得的扶持自然就减少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
每年安排给每个贫困村的项目都是按照贫困人口的比例来分配.在合村之前,桥村的贫困人口比例

为５４％,河村的贫困人口比例为１９％,但是合村之后贫困人口比例变为２５％.与合并之前相比,合
并后对于贫困深度较小的河村来说扶贫资源会相应增加,但是对于贫困深度较大的桥村来说合并后

国家的资源惠及范围和辐射群体会相应减少.
由此,可以看出,造成精准扶贫内卷化的一大主要原因是由于村庄合并所导致的,也即村庄内部

结构调整所形成的扶贫资源效果弱化使村庄陷入了一定的结构性贫困之中.目前脱贫攻坚也暗示国

家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与当前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相脱嵌,也即条块化、细碎化的制度缺陷仍然是困

扰基层扶贫综合治理的主要障碍,克服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格局必须在精准扶贫

的制度供给侧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４．政权“再悬浮”所造成的精准扶贫中贫困人口边缘化

税费改革之后,国家政权开始从农村退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改

变,总的趋势是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在这种形势下,基层政权从过去的汲取型

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１０].而在村镇机构改革之后,撤乡并镇与行政村的合并使基层

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更为松散,基层政权开始由“悬浮型”向“再悬浮型”过渡.通过河村与桥村的合并

可以看出,村庄合并之后基层政权的悬浮性进一步加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村民与村级

组织的关系更为疏散,尤其是针对桥村这种较为偏远的贫困的村庄,合村之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

关系变得疏离,桥村村委会在撤销之前有五名村干部,村民办事非常方便,村干部也有足够的精力来

完成对于村庄的管理,对于桥村的１７２名贫困人口来说,每年的政府救济以及扶贫项目等都是通过桥

村的村干部来实施,而且村干部都属于桥村的村民,建立在熟人社会之上的乡村共同体将对于贫困户

与贫困人口脱贫能力的提升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在村庄合并之后,村干部主要以河村的村民为

主,很多桥村的贫困户不熟悉村干部,村干部也不熟悉桥村的贫困户,所以原来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

之上的乡村共同体转化成了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突然的村组合并,打破了农民的固有生活

边界,迫使原来的那个“半熟人社会”被动扩大,使村民对新成立的共同体的认识和融入有一定的抵触

情绪[１１].村庄熟人社会的解体使贫困户遭受到了相应的排斥.
另外,贫困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变弱限制了其脱贫能力的提升.据笔者调研获悉,

村庄合并之后,贫困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大幅度降低,正如桥村的贫困户刘某所言“村
庄合并之后,家里距村委会较远,再说自己平时腿脚有毛病,行动不便,所以村委会开会决定一些大事

也不愿意去参加,原来并村之前,村委会离家较近,经常会去,现在不一样了,村委会的干部基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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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河村的,我们开会时提的一些建议也没有人听,所以就干脆不去了,村庄的事情爱怎么搞怎么搞

吧,反正我们这些贫困户人微言轻”.笔者发现这种现象在一些贫困山区地带已经非常普遍,从贫困

户的发展能力来看限制了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权利.
在脱贫攻坚阶段,激发贫困户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和提升脱贫能力将是精准扶贫的关键,而撤

乡并镇和村庄合并带来的政权“再悬浮”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贫困户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贫困户

和贫困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来看不利于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的有效开展.

５．村庄合并中的动力差所造成的形式上的脱贫

从国家的政策设计来看,村庄合并是为了提高基层政府的运行效率,进行机构和人员瘦身,减少

基层的行政运行成本.笔者调研时发现,这也成为一些贫困村摘掉贫困帽子的有效手段.在合村之

前,桥村贫困人口占到５４％,是县里的扶贫工作重点村,也是县里主要领导所包抓的村庄,但是通过

村庄合并的方式村庄人口增多,贫困人口只占到村庄总人口的２５％,依照县里的标准,贫困人口比例

减少之后,享受的扶贫资源和项目也会随之变少,村庄通过合并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贫困人口比例,桥
村也被摘掉了扶贫工作重点村的帽子,从形式上来看实现了脱贫,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贫困人口的

生活状况依旧如同从前,不但没有大的改观而且通过合并享受到的扶贫救助措施相应减少,贫困依旧

持续.
按照L县所在的S省规定,L县所在的地区,村庄撤并需达到全县总村(居)数的２５％,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底L县村庄撤并比例已经达到３６％,超额完成了省上的规定,但是据笔者调研发现,在被撤并

的行政村中有９０％的属于人口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扶贫工作重点村,这些村庄被其他村庄合并

之后有７０％的转化成了非贫困村,而在秦巴山区这样的集中连片贫困带,为什么政府热衷于村庄的

合并?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村庄的合并一方面是上级政府为了精简机构,节约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也想通过合并来减少当地的贫困村的数量,而使村庄的规模变大,从而将村庄合并之前主要投

资于小型村庄的扶贫项目进而转投放到大型村庄,以用来打造亮点村和亮点扶贫项目,对于地方政府

来说,这样不但有利于出政绩而且从形式上减少了贫困村的数量.由此可以看出,在扶贫开发过程中

中央和地方在贫困治理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动力差.一方面,国家希望借助村组合并政策实现对基层

社会的整合,加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另一方面,基层县乡政府在推行合村并组的过程中缺乏动

力[１２].造成这种动力差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对于地方激励的不足

所致.
这种合并带来的结果是,从形式上看,一些村庄从贫困村转化成了非贫困村,但是并没有实现贫

困村和贫困人口真正意义的脱贫,地方政府这种追求政绩和急切摆脱贫困的做法为下一步精准识别、
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脱贫攻坚阶段的工作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三、小结:兼论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改革

　　以撤乡并镇和村组合并为代表的新一轮基层政权建设有效提升了镇村一级的行政运行效率,避
免了因人员冗余和机构庞大而造成的人浮于事和行政失灵现象的发生,对于基层政权建设将发挥一

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必须因地制宜、因村而论,且不可出现一概而论和一刀切现

象.笔者认为,在脱贫攻坚阶段,村庄合并必须在尊重地方发展和充分考虑贫困状况的前提下逐步推

进.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在一些人口较多、地势平坦、农村经济发展较好的非贫困地区,通过村庄

合并确实降低了基层组织的行政运行成本,提升了村级组织的活力,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
从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政策并不适合人口稀少、贫困面积大、居住分散的山

区贫困地带,所以从脱贫攻坚阶段政策的适应性角度来看,村庄合并的政策设计初衷与当前的精准扶

贫的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悖论.撤乡并镇以及村庄合并追求的是一种“大而全”的行政逻辑,而精准

扶贫所要实现的是一种“小而精”的贫困治理机制,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一些贫困地区来看已经显得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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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村庄合并的政策设计初衷为脱贫攻坚阶段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制造

了一定的困难.
一言以蔽之,村庄合并与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悖论需要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侧

改革,从当前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来看,碎片化、条块化的治理格局仍然是困扰精准扶贫实施效果的

主要障碍.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需要建立综合性的扶贫治理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需要在制

度设计层面不断实现制度供给的规范化、协同化、理性化以及科学化,而要实现精准扶贫的制度供给

侧的改革,既要在制度的横向设计方面做好协调、沟通与配合,更要在制度的纵向设计层面做好有效

的衔接、互动和预测,其中制度的横向设计主要是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做好各个职能部门制度设计的

协调与互补,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充分发挥各个职能部门在扶贫开发过程中有效作用,提升其参

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另外,在制度的纵向设计层面,主要是做好因制度变迁而给精准扶贫带来的困

难,在制度设计层面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避免因运动式治理而带来的非持续性,而实现这一目标也

是整个学术界和扶贫职能部门需要下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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